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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胡焕庸线作为人地关系的重要地理大发现之一，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东密西疏的重要

特征，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对社会的重要贡献之一。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等定量方法，以人口

普查数据为基础，对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的分异性特征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尝试解释中国人

口分布特征变化的原因及其机制。结果表明：① 胡焕庸线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人口分界线仍基

本保持稳定，但从空间统计学分异特征来看该分界线仍可进一步优化调整；② 胡焕庸线两侧内

部人口集聚模式发生着明显变化，东南半壁人口分布由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的相对均衡状态，

转变为以长三角、珠三角等少数区域为中心的集聚模式；而西北半壁人口分布的集聚程度则趋

于下降；③ 从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看，尽管总体上，经济发展类因素对于人口空间分布影

响不断增强，但三大阶梯等自然地理本底条件依然对中国人口分布有着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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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935年著名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依据中国县级单元的人口疏密状况，提出了从
黑龙江瑷珲（现黑河）到云南腾冲的人口地理分界线，即著名的“胡焕庸线”，揭示了中
国人口分布的巨大空间分异。胡焕庸线以东的中国东南半壁，面积约占全国的36%，而
当时人口却占全国96%；以西的西北半壁面积占全国64%，而当时人口仅占全国4%。这
是学界首次关注中国人口分布呈现的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这一显著空间差异，
意义重大。胡焕庸线研究成果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1-2]。1990年，胡焕庸先生利用
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比较了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状况，结果表明，尽管新中国成立
后，西部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是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的人口比重变化不大[3]。不少学者
陆续对胡焕庸线开展了深入的持续的研究和探讨。葛美玲等[4]对比了2000年与1935年的
人口分布，认为胡焕庸线基本保持不变，两侧人口比重的细微变化主要是由国土面积的
变化引起的（1935年外蒙古仍属于中国）；戚伟等[5]利用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对胡焕庸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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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胡线两侧人口比重基本保持稳定。也有学者利用人口密度、土地利
用、夜间灯光数据、洛仑兹曲线等对中国人口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结果也证明了中国
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是较为稳定的[6-10]。一些研究针对胡线两侧的地级城市尺度人口流动
特征[11]、少数民族分布及其变动特征[12]、县域人口空间分布特征等开展了细致研究[13]。近
几年来，胡焕庸线这一规律性成果更是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也在社会上引起了

“是否应该突破”、“如何突破”等热议。丁金宏等[14]组织召开了跨学科对话的会议，开展
了经济战略与地理约束等的深入讨论；王铮[15]深入分析了地理本性与胡焕庸线的打破及
突破等问题；朱宝树[16]估算分析了东中西部人口净迁移流量，认为胡焕庸线存在破与不
破的两难境地，主要在于人口东迁难以突破性逆转；王开泳等[17]经过分析认为要树立理
性思维，稳妥有序推进城镇化进程，不断优化城镇化的空间分布格局。针对该问题讨论
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是陆大道院士牵头、国内知名中青年地理学者联合开展的热烈讨论和
争鸣，受到了新华社等主流媒体的关注，总体上认为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将长期存在[18]，
分析和提出了胡焕庸线“不破”和总理之问“有解”的特点及其背后自然地理因素影响
机制，以及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总体思路与分布格局[19]，基本上较为全面的回答了
这一疑问。

尽管已有研究成果充分表明全国尺度上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格局保持稳定，但是
这并不能说明在中观和微观尺度上人口空间分布也没有发生变化，事实上在西南和西北
半壁内部的人口布局特征正在不断演化，而这种尺度上的空间分布演进变化可能会影响
到宏观尺度分布特征。本文将尝试从两侧区域的整体差异性入手，主要借助地理探测器
这一空间异质性分析工具，对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的异质性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究和讨
论，有利于从不同空间尺度加深对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特征认识与理解。

2 数据和方法

2.1 研究数据
人口分布显然是胡焕庸线研究的核心，本文的分析主要以第一、三、四、五、六次

人口普查分县人口数据为基础。尽管缺失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据，但对5次人口普查的数
据分析，已经可以反映建国以来各时期中国人口的分布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基础空间数
据采用国家地理信息中心提供的2002年全国分县数据，考虑到行政区划的调整，对各时
期的人口数据也进行相应的合并和调整，使各时期数据具有可比性。为了进一步分析中
国人口空间变化的原因和机制，本文还进一步收集了人均GDP、粮食产量、从业人员等
社会经济数据以及高程、地形地貌、干湿分区等自然环境数据，两大类数据分别来源于
各年份的地方统计年鉴和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2.2 研究方法

本文重点采用地理探测器这一空间异质性分析的软件和方法，对胡焕庸线两侧不同
时期中国人口的整体差异性及其变化进行分析；然后，应用基尼系数、概率累积分布和
局部Moran's I等方法研究不同时期两个区域内部人口分布特征，以反映胡焕庸线两侧人
口差异性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最后，再次使用地理测器探究各类自然和人文要素对中
国人口分布的影响及不同时期各类要素作用强度的变化趋势。

（1）地理探测器
该研究方法是由王劲峰研究团队提出并不断完善（http://geodetector.org/），主要用于

探测地理要素的差异性及其对研究对象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20]。该方法不仅应用在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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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作物种植以及环境健康等自然环境方面的研究[21-23]，也可以较为广泛的应用在
城镇化、人居环境等社会经济研究之中[24-25]。

目前，该方法大量的被应用于影响因素和机制的研究，而其对于地理空间的分异性
的测度则相对较少。空间分异性和空间自相关是环境和地理现象的两个主要特征。地理
探测器对于分异性的测度可以用来分析地理空间各类型区之间的整体差异性。具体来
说，当各类型区内部各基本单元是完全均质的，而各类型区之间又各不相同时，分层异
质性强度为1；而各类型区内不同类型基本单元都是随机分布的，则分层异质性强度为0[26]。

该方法分析的影响要素变量都是类型变量。这一特点对于自然要素的分析十分重
要。因为，自然要素通常是按类型进行划分的定性指标，如干旱区、半干旱区等，是类
型变量而非数值变量。在通常的回归分析模型中，使用过多的类型变量将使分析困难。
因此，地理探测器更适用于自然环境等以定性的类型变量为主的研究和分析。地理探测
器的具体公式如下：

q = 1 - 1
Nσ2∑h = 1

L Nhσ
2
h （1）

式中：q为人口规模空间分异影响因素探测力指标；Nh为次一级区域样本单元数；N为整
个区域样本单元数；L为次级区域个数；σ2为整个区域人口规模的方差； σ 2

h 为次一级区

域的方差。q的取值区间为[0, 1]，q= 0 时，表明人口是随机分布的，值越大，说明分区
因素对人口分布的影响越大。本文不仅应用地理探测器研究各要素对人口分布的影响，
还分析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的整体差异性。

（2）累积分布函数（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CDF）
该函数是概率分布函数的积分，表示在一个数据集中，小于等于某一数值的所有数

据的概率分布，能够更加直观的显示数据的分布状况，公式如下：
F(x) = P(X≤ x) （2）

本文中，首先将城市按人口规模排序，然后计算各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最
后采用累积分布函数进行分析，可以得到某一百分位上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下
文将对胡焕庸线两侧区域不同时期的人口分布状况进行研究，通过人口在空间中集疏变
化，揭示两侧区域整体异质性变化的原因。

（3）局部Moran's I
该方法能够通过Moran显著性地图直观的反映人口在空间中的分布状况，按局部空

间自相关类型将区域单元划分为高—高、低—低、高—低、低—高4种类型，明确人口
集疏的空间区位，有利于更加准确的分析异质性及其变化的成因。局部Moran's I统计量
的具体形式如下：

Ii =
(xi - x̄)

m0
∑

j

wij(xj - x̄)

x̄ = 1
n∑i = 1

n

xi, m0 =∑
j

(xj - x̄)2

n

(3)

式中：xi、xj分别为空间单元 i和 j的观测值，在本文中为各城市中的总人口；n为县级城
市数量。

3 胡焕庸线微调整后两侧人口的分异性检测

人口统计数据结果再次表明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总体份额在过去80多年中并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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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变化，整体上保持了94:6的大致比例（表1）。将各年份人口按倒序排列，累积人口
达到94%的城市在中国国土空间中的分布如图1所示，大多数人口较多的城市都集中在
东南半壁，与胡焕庸线基本吻合，胡焕庸线以东人口比重较小的城市集中在山西和陕
西，而以西人口比重较大的集中在甘肃和新疆。从历次人口普查的变化来看，第一次人
口普查与此后普查结果有一定差异，主要是第三次及以后各次普查结果显示，东北地区
如牙克石和西北地区如克拉玛依等都有一些城市人口比重有所增加，此外历次普查中东
南半壁也都有一些城市人口比重较低，但是2010年这一现象更为明显，福建北部和贵州
东部等出现了较为集中的人口比重较低的城市（图1）。

因此，从东南和西北两壁的总体规模来看，胡焕庸线所揭示的人口分布规律在历次
人口普查中都较为稳定，与多数研究结果一致。但是，严格从空间统计学意义上讲，这
条线是否是识别东西两侧的理论上的最佳分界线？也就是测算这条线两侧人口分布的空
间异质性是否是最大值，还有待更为严格的统计学检验。本文以分层异质性为依据，在

空间统计意义上检验胡焕庸线作为东西两壁人口分界线的空间位置是否最优。首先将城

市按人口规模降序排列，然后把人口累计达到94%的城市进行标识（图1），发现不同时

表1 不同时期中国胡焕庸线两侧区域人口分布变化
Tab. 1 The demographic changes on both sides of Hu Line in different periods

年份

1953年

1982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东南半壁

总人口(亿人)

5.71

9.45

10.64

11.67

12.49

份额(%)

94.80

94.23

94.13

93.89

93.68

人口密度(人/km2)

139.51

230.25

259.00

283.98

303.92

西北半壁

总人口(亿人)

0.31

0.58

0.66

0.76

0.84

份额(%)

5.20

5.77

5.87

6.11

6.32

人口密度(人/km2)

5.83

10.82

12.40

14.18

15.72

注：图中3条线从左往右依次为：胡焕庸线以腾冲为原点逆时针旋转10°(向北偏转)、胡焕庸线、

胡焕庸线以腾冲为原点顺时针旋转10°(向南偏转）。

图1 不同时期中国人口累计达到94%的县(区)分布
Fig. 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unties with population cumulative reaching 94% in different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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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变化主要在中国的东北部地区，西南地区基本保持不变。因此，本文设定以下3种

情形：以云南腾冲为轴心，将胡焕庸线逆时针旋转10°（即向北偏转10°）和顺时针旋转

10° （即向南偏转 10°）形成两条参照线，并与原始胡焕庸线作对比，分析这 3条线在历

次人口普查结果中的分层异质性。结果显示，胡焕庸线向北偏转10°后，两侧区域的分层

异质性更小；胡焕庸线顺时针旋转10°（即向南偏转10°）后，分异性在1953年、2000年

和2010年3个年份增加，而在1982年和1990年则更小。这表明胡焕庸线在一些年份仍然

优化的可能，即能够使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在两侧区域之间差异明显而各自内部人口

较为均质，从而更加准确的反映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集疏特征（表2）。

4 胡焕庸线两侧分异性的具体分析与空间集聚特征差异

从历次人口普查来看，胡焕庸线两侧人口的分异性（q-值）总体呈现不断降低的趋
势，特别是2000年以后，分异性明显低于以前各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这样的结果表明中
国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的人口分布格局有逐渐趋同的趋势，2000年以后这一趋同的状况
愈发明显。

从各城市人口累积分布的分析结果来看，造成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格局差异性总
体上不断降低的原因是东南半壁人口格局主要是由均衡状态向集聚状态转变，而西北半
壁的人口集聚态势则有所减弱（图2）。

具体来说，东南半壁人口规模在前百分之五的城市，其人口总量占东南半壁所有城
市总人口的比重在 1953 年、 1982 年、 1990 年、 2000 年和 2010 年分别为 18.10%、
16.00%、16.44%、33.40%和33.54%。前百分之十的城市人口占比也是相同的状况，在经
历了1953-1982年的下降后（分别为29.06%和26.21%），也开始稳步增长，尤其是1990-
2000年间，人口占比由26.55%快速增长到42.64%。从各组别城市人口占比的变化来看，
前百分之五的城市人口总量的占比增加最为明显，2010年前百分之五城市的人口占比是
1953年的近2倍，除前百分之十的城市外，其他各组城市总人口占比都明显下降（图3）。

与东南半壁不同的是，西北半壁前百分之五的城市人口占比在23%左右上下小范围
的浮动，没有出现大规模上升的状况 （5 个年份的比重分别为 22.71%、21.32%、
22.38%、23.44%和22.79%），前百分之二十的城市人口总体占比甚至出现了较为明显的
降低。西北半壁其他组别的城市人口占比都不同程度有所增加，后百分之五十的城市占
比增长更为明显，从1953年的12.92%，增加到2010年的14.72%，期间仅2000年略有下
降（图4）。

就空间集聚特征和具体城市而言，1953年东南半壁人口在安徽、山东、江苏、四
川、重庆以及湖南和湖北中部等多个地区都相对较为集中，此后人口集中分布的区域范
围不断缩小，到2010年人口较为集中的区域已经集中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少数大城市

及周边较小的范围（图5）。而西北半壁人口集中区域范围在不断扩大，但不同时期扩张

的区域有所差异，2000年之前主要是围绕兰州、西宁、银川以及呼和浩特附近区域扩

表2 胡焕庸线及其调整后的分层异质性q值
Tab. 2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between Hu Line and adjusted Hu Line

胡焕庸线

胡焕庸线偏移10(向西北)

胡焕庸线偏移-10°(向东南)

1953年

0.097

0.086

0.119

1982年

0.121

0.105

0.077

1990年

0.102

0.090

0.062

2000年

0.023

0.019

0.027

2010年

0.022

0.018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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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时期中国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人口累积分布对比分析
Fig. 2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southeastern and northwestern sides in different periods

图3 不同时期中国东南半壁人口分布状况及其变化趋势
Fig. 3 The demographic changes on the southeastern side of Hu Line in different periods

图4 不同时期中国西北半壁人口分布状况及其变化趋势
Fig. 4 The demographic changes on the northwestern side of Hu Line in different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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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而2000年之后新疆克拉玛依以及南疆地区也出现了人口较为集中的区域（图6）。

基尼系数的分析结果更加清晰的表明了人口格局的变化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东

南半壁人口在各个城市中的分布是较为集中的（基尼系数0.408），但是到改革开放前人

口不断趋于均衡（基尼系数下降到0.370），甚至到1990年之间依然延续了这一趋势（基

图5 不同时期中国东南半壁人口集聚模式变化趋势
Fig. 5 The changes of agglomeration pattern on the southeastern side of Hu Line in different periods

图6 不同时期中国西北半壁人口集聚模式变化趋势
Fig. 6 The changes of agglomeration pattern on the northwestern side of Hu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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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系数进一步下降到0.367），但是之后的10年中人口迅速向少数大城市集中（基尼系数

大幅提升到0.508），2000年以后也保持了这样的集聚状态；而西北半壁则是集中在少数

城市的人口不断向其他城市转移和扩散的趋势（表3）。

已有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过程。如葛美玲等[4]对2000年人口分布的研究表明在东南

半壁，人口密度超过 500人/km2的人口密集区，在东南部占总人口规模的 48.16%，而密

度在10~100人/km2人口集聚度相对较低的区域，其占比仅为5.96%；但是就西南半壁来

看，人口密度超过 500人/km2的人口密集区，占其总人口规模的 13.85%，而人口集聚度

相对较低的区域，其占比则高达39.15%。戚伟等[5]的研究也表明1982-2010年东南半壁人

口负增长的区域快速增加，而人口增长的区域却在减少，呈现明显的马太效应；而西北

半壁人口正增长区的面积规模要显著高于负增长区，呈现相对均势的状况。陈明星等[19]

对1953-2010年间人口密度空间格局变化的分析也表明，东南半壁人口快速向少数人口密

集的区域集中。这些从人口密度、土地面积以及人口份额等角度的研究都表明，中国人

口分布出现东南半壁不断极化，而西北半壁则一定程度上走向分散。

5 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胡焕庸先生在1990年《中国人口的分布、区划和展望》一文中已经指出人口分布受

到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历史条件3个方面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通过对干旱/湿
润分区、高程、地形地貌、人均GDP、从业人员、每万人拥有医生数量、人均粮食产
量、工业化水平以及少数民族人口比重 9个指标的定量分析，探究自然、经济与社会历
史三大类因素对于人口分布的影响。这里再次应用地理探测器对影响中国人口分布因素
的空间异质性进行测算，进而揭示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

自然环境类因素包括干旱/湿润分区、高程和地形地貌3个指标；干湿分区依据中国
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对全国干湿状况的划分，分为干旱、半干旱、半湿润、湿
润/半湿润、湿润五大类型区；高程依据中国三大阶梯进行划分，具体参考蒋捷等[27]的划
分标准，海拔 600 m以下为一级阶梯，海拔 600~2600 m之间为二级阶梯，海拔 2600 m
以上为三级阶梯；地形地貌依据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对全国地形地貌的划
分，将26个地貌类型综合为平原、台地、丘陵、山地4种类型。经济发展类因素包括人
均GDP、从业人员、每万人拥有医生数量、人均粮食产量和工业化水平5个指标。人均
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从业人员表示地区吸纳就业的能力，每万人拥有医生数量代表
了地区公用服务设施水平，人均粮食产量代表一个地区供养人口的水平，工业化水平代
表了产业结构及发展阶段。各时期的人均GDP、从业人员规模、每万人拥有医生数、人
均粮食产量5个指标均按自然断裂点法分为5类；工业化水平则参考库兹涅茨的产业结构
三阶段理论，将中国工业化水平划分为工业化前期、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
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5个阶段[28]；社会历史类因素选取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作为表征。本文
按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对地区进行划分，以10%和30%为分界值，将全国地区分为3类。

表3 胡焕庸线两侧地区人口基尼系数变化趋势
Tab. 3 The changes of demographic Gini coefficient on both sides of Hu Line

东南半壁

西北半壁

1953年

0.408

0.546

1982年

0.370

0.480

1990年

0.367

0.466

2000年

0.508

0.473

2010年

0.508

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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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科学技术水平快速提高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改
造和适应能力显著增强，市场也逐步成为支配经济活动的主要力量，同时经济发展也会

引起地区社会结构等发生变化，这些都使得影响中国人口分布格局的主要因素及驱动力

不断变化。本文通过各表征指标相对重要性的变化，反映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社会历

史3类因素对人口分布影响强度变动，进而揭示导致胡焕庸线两侧区域整体差异性降低

的作用机制。总体来看，自然环境类因素和历史社会类因素对于中国人口分布的相对影

响不断降低，而经济发展类因素则不断增强，这一结果符合本文的总体预期。1953年3

个自然类因素的总体影响力（q值为0.3132）明显高于经济发展类因素（q值为0.2428），

到1990年是两类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就十分接近（q值分别为0.3239和0.3225），2000年

以后经济发展类因素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力就超过了自然环境类因素（表4）。

具体来说，多数经济发展类因素的相对影响呈现较为明显增强趋势，而仅少数自然

类因素相对影响略有提升（表5）。一方面，表征发展水平的人均GDP、表征产业发展阶

段的工业化水平和表征公共服务水平的万人拥有医生数 3个指标对于中国人口分布的影

响尽管有一定的波动但整体上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人均GDP和工业化水平两个要

素的变化趋势十分一致，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影响力都较弱，20世纪90年代影响力开始

提升，2010年成为两个十分重要的要素；而万人拥有医生数的影响力则是到2010年才有

显著提升，之前其相对影响一直很低，这样的结果表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经济

发展对于人口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从而显著的影响了中国的人口空间格局，而且从经济

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对人口分布影响的先后顺序来看，只有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

时，公共服务才会对人口分布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另一方面，不是所有的自然要素的

影响力都是不断降低的，地形地貌的相对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出现一定的提升，

超过了干旱或湿润气候条件的影响。三大类影响因素中都有一些要素对于人口分布的相
对影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表5）。如自然因素中的干湿分区对于人口分布的相对影响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是仅次于高程的第二大要素，但是之后其影响力快速降低；经济发
展因素中，从业规模的相对影响在20
世纪 90 年代甚至 2000 年以前都是各
经济发展要素中最高的，2000年以后
出现显著降低，其相对影响也低于人
均 GDP 和工业化水平；表征历史社
会因素的少数民族占比也有同样的趋
势，在改革开发之前和初期阶段对于
中国人口分布具有一定影响力，但是
2000年以来成为各要素中影响力最低

表4 不同时期三大类影响因素作用强度

(地理探测器q值)的变化趋势
Tab. 4 The changes of relative effect of three categories of factors

年份

1953年

1982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自然环境类因素

0.313

0.383

0.324

0.094

0.094

经济发展类因素

0.243

0.314

0.323

0.101

0.139

社会历史类因素

0.061

0.091

0.064

0.017

0.0169

表5 不同时期各因素作用强度(地理探测器q值)的变化趋势
Tab. 5 The changes of relative effect of factors in different periods

年份

1953年

1982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干湿分区

0.097

0.117

0.096

0.023

0.022

高程

0.155

0.194

0.163

0.045

0.044

地形地貌

0.062

0.072

0.065

0.026

0.028

人均GDP

0.053

0.044

0.072

0.026

0.038

从业人员

0.086

0.101

0.104

0.028

0.024

每万人口拥
医生数

0.036

0.071

0.039

0.018

0.025

人均粮食
产量

0.020

0.086

0.039

0.030

0.020

工业化
水平

0.047

0.012

0.070

0.026

0.031

少数民族
人口占比

0.061

0.091

0.064

0.017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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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因素中以三大阶梯为表征的高程，其对中国人口分布的影响力尽管由于科技的
进步和社会经济的改革不断下降，但是长期以来一直稳定的作为影响中国人口格局最重
要力量，表明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约束越来越小，但是一些大
的自然环境条件依然对于人口分布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表5）。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整体上经历了经济发展对人口的吸引力由弱转强而自然环
境、社会历史及制度等约束则是由强转弱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水平和公
共服务水平对于中国人口分布的相对影响迅速提升，与上节分析中东南半壁人口快速向
长三角、珠三角等少数地区是比较吻合的。而与此同时自然环境对人口分布约束的下
降，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克拉玛依等一些自然承载力较低的城市能够快速的扩张。制度约
束的减弱使得人们能够自由的流动，不再束缚于特定的岗位，而可以追求更高的收入，
导致人均GDP相对影响力的上升和从业人员规模的下降。

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导致了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格局在相同的发展环境下朝相反的两
个方向转变。20世纪90年代以前，在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约束下，使得东南半壁人口
趋于均衡，而西北半壁更加集中。① 严格的户籍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城市大
量的失业工人，政府积极推动失业人口到农村从事生产劳动；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为
了进一步控制农村人口大规模的向城市流动，中国建立了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限制的
人口向城市集中。同时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上山下乡”运动，使得大量城市人口向农
村转移。人口向农村转移的前提条件是有足够的耕地，东南半壁自然条件较好，可开垦
土地较多，因此承接了大量的城市转移人口，导致人口在空间上的均衡化；而西北半壁
大片的荒漠等，不适于耕作开垦，因此难以承载大量的转移人口。② 中国长期以来“限
制大城市，鼓励中小城市发展”的城市建设导向也促进了东南半壁的人口均衡化。20世
纪80年代开始提出“限制大城市，鼓励中小城市发展”的城市建设导向，并载入了1989
年颁布的《城市规划法》中，限制了大城市的发展，促进东南半壁城市间、区域间趋于
均衡。而西北半壁城市规模普遍不大，因此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③ 重工业化的经济发
展策略推动了西北半壁人口的集中。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采取优先
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重工业的发展对于矿产资源的依赖性很强，因此，国
家在西部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集中建设了一批以资源型工业为主的城市，推动人口大规
模向这些矿业城市集中。而在东部地区由于重工业吸纳就业能力较差，促使人口进一步
向农村转移。户籍制度、城市发展导向和重工化优先发展的战略等导致中国城镇化长期
落后于工业化。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在经济吸引力的增强而其
他各方面约束的减弱，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东南半壁人口开始不断集聚，而西北半壁由于
矿业城市的衰落以及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使得人口逐步趋于均衡。

6 结论与讨论

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提出的从黑龙江瑷珲（现黑河）到云南腾冲的人口地理分
界线，揭示了中国人口东密西疏的特点。本文主要采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胡焕庸线两
侧人口异质性特征、空间集聚模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结果表明：

（1）胡焕庸线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人口分界线，其揭示出的东密西疏人口分布规律及
其两侧人口大致94:6的比例，经历80多年来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变化，仍基本保持稳
定。这一规律性现象得到了充分证实。然而，从空间统计学分异特征来看该人口分界线
可进一步优化调整，在 1953年、2000年和 2010年向东南方向偏转能够使两侧区域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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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市之间人口规模更趋均质，从而使两侧区域整体差异性更大。
（2）基于地理探测器q-值结果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东西两侧人口分布的整体差异

性趋于下降，两侧内部人口集聚模式发生着明显变化。东南半壁人口分布由改革开放之
前和初期的相对均衡状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迅速转变为以长三角、珠三角等少数区
域为中心的集聚模式；西北半壁人口分布则由于克拉玛依等一些新兴城市的发展，使得
人口集聚程度有所下降。人口基尼系数和累积分布函数的定量分析也都验证了这一变化
过程。

（3）从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看，经济发展类因素对于人口空间分布影响不断增
强，而自然环境类、社会历史类因素影响降低，以及制度等约束在减弱。可能的原因是
交通技术、信息化等条件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或降低了自然地理要素影响。但是需
要强调的是，尽管自然类要素对人口分布影响逐渐下降，但是自然地理的三大阶梯等地
理本底依然是中国人口空间格局的重要基础。

（4）地理探测器结合了GIS空间叠加技术和集合论，该方法以空间数据层内方差最
小、层间方差最大为条件，可以有效地判别变量的空间分层异质性、识别多因子之间的
关系。本文将地理探测器用于胡焕庸线两侧人口空间分布特征识别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该方法可以更加广泛的运用到人文与经济地理过程和现象的空间异质性识别以及多因子
关系认知。

目前中国处于快速城镇化的阶段，人口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仍是城镇化研究的重要
方向。从本文的结果来看，由于经济发展因素在人口分布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而自然
环境、制度等影响降低，人口将逐步向国家重点发展的城市群区域集中，未来人口格局
可能形成以城市群为核心的多个大型人口集聚区。由于国家十三五重点发展的城市群中
仅兰西城市群、乌昌石城市群等少数城市群位于胡焕庸线以西的地区，因此，可以预期
胡焕庸线仍将十分稳定。但城市群地区尤其是其核心城市，与非城市群地区之间人口集
疏状况将发生深刻变化，使得区域内部人口格局的变化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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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 Line uncovers one of China's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paper
distribution: East is dense, while west is sparse. Different from most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changes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on both sides of Hu
Line from a perspective of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instead. Geodetector was employed
based on the spatial database of China's census data of 1953, 1982, 1990, 2000 and 2010 to
reconfirm spatial position of Hu Line and analyzed changes of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of population between southeast and northwest sides of Hu Line in different periods. Changes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were found and the reasons for
these changes were discussed. Major findings include: (1) From the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perspective, Hu Line could be improved and optimized, at least, in some periods.
Although the ratio of total population on both sides of Hu Line has roughly been kept at 94:6
since 1953,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of popul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e
southeastern side: the northwestern side) increased when Hu Line moves to south slightly in
1953, 2000 and 2010, which means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was more homogeneous within
either southeastern or northwestern region and heterogeneity was more remarkable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2) Heterogeneity decreased graduall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e found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converged on the two sides, especially since the 1990s
when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two sides became apparent. This finding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conclusion of "remain unchanged" from most literatures. The reasons why
heterogeneity reduced were: pattern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on the southeastern side changed
from relatively even distribution among cities before 1990 to agglomeration in a few huge
cities after 2000, while the degree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population decreased slightly
after the reform on the northwestern side. These changes have been confirmed by the analysis
from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and Gini coefficient. (3) On the whole, the effect of
economic factors o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while the
effect of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institution reduced. Combined effect from economic
development,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institution resulted in two opposite directions of changes
of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on the two sides.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that although
general effect of natural environment has decreased, some natural factors, such as Three
Gradient Terrains, still hav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o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China.
Keywords: Hu-Lin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spatial heterogeneity; agglomeration; dispersion;
Geodet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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